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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7000多年前，在沈阳今天称之为新乐的地方，生活着一个新石器
时代人类部落，他们在此劳作、繁衍，这群人被我们称为“新乐人”。他
们熟练掌握制陶工艺，能蒸饭，并有部落图腾。在新乐遗址发掘发现
的陶器群中，深腹罐和斜口器、高足钵在器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也有

着不同的功能，具有一定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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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新乐遗址的发现是从数枚陶
片开始的，而新乐遗址回报给考古专家
和后人最丰厚的遗产也是陶器。那么
新乐遗址中共出土了多少件陶器呢？

据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陆海英介
绍，沈阳市相关文物考古部门自 1973
年至1993年期间，对新乐遗址进行了
5 次包括试掘、正式发掘和抢救性清
理发掘，在 2.25 万平方米的遗址保护
区内，发现新乐下层房址遗迹 40 多
处，共发现可以修复的各种陶器 800
余件。

据陆海英介绍，陶器的生产和农
业经济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先有
了部落农业，然后才出现了陶器。人
类进入新石器时代后，由于农业和畜
牧业的出现，开始了定居、半定居的生
活。在定居生活中，人们对于烹调、盛
放和储存食物及汲水器皿的需要越
来越迫切，从而促使他们在生活实践
中创造出陶器。新乐遗址出土的 800
余件陶器证明，在新乐人的生活中，
陶器已成为他们不可或缺的工具，制
作与使用陶器已经十分普遍。这进
一步说明，当时的新乐人已经由游牧
走向定居。

新乐遗址发现
800余件可修复陶器

木雕鸟。（新乐遗址出土）

陆海英指出，对于沈阳城市历史
而言，新乐遗址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
义，这是第一次这样大规模发现史前
的人类居住遗址和史前人类生活的
遗迹、遗物，该发现证明了在新石器
早期沈阳已经开始有了人类活动。
对于沈阳区域历史文化而言，新乐遗
址的发现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
情。此前，已为史料证明，在沈阳地
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遗迹
在5000年前左右，新乐遗址的发现
则使沈阳新石器时代人类活动的历
史向前推进了2000年，并成为沈阳
地区最早的古村落遗迹，是沈阳城市
历史的一个重要坐标。

站在中华文明的全局角度来考
量，新乐遗址的发现意义也同样非
同寻常。新乐遗址的发现，与长江、

黄河流域发现的西安半坡、河北磁
山、河南裴李岗、浙江河姆渡、山东
大汶口文化等同样重要。它与辽河
流域的其他重要遗址一同证明了辽
河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活
动，并创造了全新的文化。

多少年来，提到中华民族的摇
篮，往往只认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发
源地，中华文明由此放射状扩散而发
展。河姆渡遗址的发现打破了中华
文化起源一元论，而辽河流域众多史
前遗迹的发现，证明了辽河流域同样
孕育了早期的文明与文化，辽河流域
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
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新乐遗址的发
现，则为中华文化多点起源这一重要
命题再一次提供了有力证据。

（图片由新乐遗址博物馆提供）

佐证中华文化多点起源说

专家对新乐遗址发掘的陶器研究认为

新乐人用“火簸箕”保存火种
本报记者 吴 限

据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陆海英
介绍，1972年，新乐遗址所在地还叫

“北陵公社”，属沈阳市于洪区管辖，
东隔黄河大街，南以新开河为界，与
皇姑区接壤。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
沈阳城北的第一个高台地，即头台
子。在这个高台地南侧台下，大约
今天北运河的位置，则是浑河，当年
的新乐人临河而居。

20 世纪 70 年代，新乐遗址所在
地旁边是新乐电工厂，后更名为“新
乐精密机器厂”，厂区内建有宿舍，
通往三台子的有轨电车在那里有一
站，站名叫“新乐宿舍”。居住在宿
舍区内的人经常发现一些形状各异
的“石头”，盖房子打地基时也时常
挖出许多陶片。工厂附近的北陵乡
政府院内、火石厂及军区医学研究
所院内均有类似的“石头”和陶片
被发现。这些不一样的“石头”和陶
片让业余考古爱好者孟方平很好
奇，凭借着自己掌握的一些文物常
识，他觉得这应该是某种遗物或遗
迹，于是，他就从泥土里捡回一些
篦纹陶、细小石器及煤制品等收藏
起来。

1972 年秋天，北陵公社派水稻

技术员孟方平到沈阳故宫办理购买
处理废锅炉事宜，听到了考古人员向
前来送交文物的人讲解文保方面的
知识，让他很受启发，想起了自己收
藏的“石头”和陶片。第二天，他就
把这些“石头”和陶片送到了沈阳故
宫相关考古人员手中，经鉴定，是新
石器时代晚期文物。这样的结果让
孟方平信心大增，对身边田野里的
文物更加上心。几天后，北陵公社
在挖暖气沟时，又发现石锤、石杵各
一件，还有红烧土、陶片等文物，孟
方平及时将这些情况向文物考古部
门作了汇报。随后，考古人员来到
北陵公社，在孟方平的陪同下到现
场勘察，又在积土中捡出两枚仅拇
指甲大小的篦纹陶片，并说明这两
件篦纹陶片比之前那两件石器的年
代还要早。

从此，孟方平对土层中的文化
遗物和文物考古有了更浓厚的兴
趣。1972 年冬到 1973 年春，他利
用业余时间和到基层指导工作的
机会，对全公社及邻近地区的古文
化遗存进行了考察，发现了多处新
石器时代及秦汉时期的遗迹与遗
物。他把发现和采集到的文物标

本送到了相关的文物考古部门，并
作了全面的汇报，引起了工作人员
的注意。

1973 年春天，沈阳市文物管理
办公室为进一步查清孟方平发现的
这些遗址的性质和相关文化内涵，
特意组成考察队，对孟方平发现的
几个遗址地点进行了认真的复查。
当考察队复查到新乐电工厂宿舍院
内十八间房西山墙处一处被拆除的
旧仓库的地基时，在那里最深的土
层中发现了“煤”和有花纹的陶片。
后来经鉴定，这些“煤”是煤精制品，
花纹陶片则是篦纹陶片。考察队对
这一被拆除地基土层断面的全面分
析，认定这是一处时间久远、堆积
较厚的文化层，有可能是一处史前
文化遗址，应当尽快进行考古发掘。

1973年6月，沈阳市文物管理办
公室开始对这一地区发现文物较集
中的区域进行初步的试掘，并确认了
这一地区存在着上下两层文化堆积，
发现了半地穴式居住址和以压印

“之”字纹陶、细石器、打制石器、磨制
石器、煤精制器为主要遗物的新石器
时代原始聚落遗址，于是，“新乐遗
址”的名称因发现地而得名。

打地基时常挖出陶片

陆海英指出，在新乐遗址发掘
发现的陶器群中，深腹罐和斜口器、
高足钵在器型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大型深腹罐多为储藏器，中、小深腹
罐、高足钵等应为煮食餐饮用具。
有着特异器型的斜口器，因该陶器
出土在火膛附近，有专家认为应属
于保存火种和移植火种的专用器
皿，学界通俗称为“火簸箕”；而深腹
罐器表通体所饰“之”字纹或“弦”
纹，则成为新乐文化的突出特点。
类似的“之”字纹，过去，常被称为

“篦纹陶”“篦齿纹”“栉目纹”，或以
为是刻画、模印或滚压的纹带，而新
乐遗址的“之”字纹和弦纹则是用单
体施纹工具，连续移动压印而成，平
行凹式纹或篦点弦纹，也是用平板
式施纹工具直线压印出来的，这一
点充分说明当时新乐人已经能娴熟
地掌握制陶工艺。

当年考古发掘发现，新乐人所
用陶器许多是叠摞在一起而未使
用，证明这是生产出来储存在一起
的。“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出土的陶
器大部分集中出土于房址内东北
角，少数在四周柱洞附近，又是大小
不同地倒置套在一起。这些陶器印
纹清晰，像是储备之物。在集中出
土骨器的附近，地面上堆放着细
沙。这些细沙除研磨穿孔之外，很
可能是制作陶器所用的掺合料；这
也说明，一些骨器作为制陶工具的
可能性比较大。”陆海英告诉记者，

这说明新乐遗址既是当年新乐人的
居住地，也是他们的制陶作坊。

曾任新乐遗址博物馆馆长的周
阳生说过：“二号房址出土陶器的完
整程度出乎人们意料，除个别器物
被现代沟打破遗失外，可以完整复
原的陶器竟有 40 件之多，这与一
号房址出土的近 200 件个体中仅
可修复几件完整陶器的情况，形成
明显的反差。二号房址的陶器大
部分集中出土在东壁下的北端，其
中还发现有大中小三个陶器套在一
起的现象，还有些陶器的底部甚至
没有使用或磨损痕，很像一个陶器
储藏室，其完整程度是遗址发掘中
极其少见的现象。”陶器制作出来，
一时使用不了，还能储存，这说明当
时新乐人的陶器生产已有相当的规
模和剩余部分。不仅如此，从这些出
土陶器中，可以看出新乐人在陶器制
作上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且器
型多样、纹饰简约，表现了沈阳祖先
高超的制陶技术与生存智慧。

陆海英指出，新乐文化中的陶器
在工艺上皆为手工制作，以泥片接筑
法制成，如主要器型深腹罐都是先制
底后加壁，可能已使用慢轮。出土的
陶器器型规整，陶壁薄厚均匀，内壁
压光，外壁通体施纹。其纹饰制作均
用单体施纹工具，连续移动施纹，密
而不乱，精巧有序。大型陶器如深腹
罐虽然高在50厘米以上，但器壁仅厚
1厘米左右，堪称奇迹。

新乐人熟练掌握制陶工艺

斜口器，俗称“火簸箕”。（新乐遗址出土）

“之”字纹深腹罐。（新乐遗址出土）

高足钵。（新乐遗址出土）

新乐人半地穴式房屋（复原图）。


